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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利用“兴边富民行动”的实施仅限于边境县所提供的“自然实验”，以

广西和云南为样本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其经济绩效进行评估，分析表明：从总体效

应看，“兴边富民行动”对边境县人均 GDP 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，有利于第一

产业占比的提高，但不利于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，对第二产业占比的影响不显著；从

动态效应看，“兴边富民行动”对边境县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由负转正、逐渐增强，

对第一产业占比的影响呈现出持续减弱的趋势，对第二产业占比的影响呈现出持续增

强的趋势，对第三产业占比的影响持续为负。我国边境地区经济结构还处于较低级阶

段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，“兴边富民行动”的实施确实促进了边民收入水平的提

高和边境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，应进一步加大实施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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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

我国 2.28 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与 14 个国家毗邻，分布着 136 个县级行政区（其中民族自

治县级行政区 112 个）。长期以来，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，边境地区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滞后

，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。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，提髙边境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一直是各

级政府关注的重点。为此，国家民委于 1998 年倡议发起了“兴边富民行动”（以下简称“行

动”），拟通过有计划、有组织的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开发建设，通过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投入和

帮扶力度，使边境地区尽快发展起来，实现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同步协调发展。后经国家多部委

（国家民委、财政部、发改委）的反复论证规划，2000 年 3 月“行动”正式启动。

历经十多年的建设，边境地区经济社会面貌有了显著改善（王正伟，2015)。与“行动”

前相比，边境地区经济增长加速，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（腾腾等，2011);基础设施建设取得

重大突破，农村生产条件明显改善（廖乐焕等，2011);边民收入大幅增加，群众生活显著提升

（韦昭民,2014);教育、社会保障、医疗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（朱玉福，2011);民族团结和边

防安全进一步稳固，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（王飞，2013)。总体上，相关研究



对“行动”绩效的评估以定性陈述为主，定量分析较少且简单，或是基于统计数据的纵向直观

比较，如王凯宏和曲伟（2012)基于沿边 9 省区宏观数据的纵向比较，对“行动”的成就和存

在问题进行了分析;或是基于实地调研的客观描述，如周民良等(2014)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呼

伦贝尔市和兴安盟五旗市的实地考察，对比“十二五”前后经济数据的变化，分析了兴边富民

政策的实施效果与转型问题。而使用计量模型对“行动”的经济绩效进行评估更为为少见，如

刘德权和王曙光（2015)采用黑龙江 17 个边境县在“行动”期间的面板数据直接估计了“行动

”的经济效应。

但是，无论是“行动”前后经济数据的纵向直观比较，还是对“行动”期间经济绩效的直

接评估，均无法识别“行动”的真实绩效。因为仅仅比较“行动”前后经济数据的差异最多只

能说明其与边境地区发展的相关性，而无法形成“行动”效应的因果推断 3 边境地区经济发展

成绩的取得也有可能是经济社会发展本身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，其中有多少是“行动”的功劳

并不清楚。而直接采用“行动”期间的经济数据进行计量分析，由于缺乏参照对象，实施“行

动”与未实施“行动”的区别有多大不得而知，因此也无法准确估计“行动”的净效果。有鉴

于此，本文在回顾“行动”实施历程的基础上，利用其扶持 9 个边境省（自治区）136 个边境

县的“自然实验”（naturalexperiment)，采用政策评估的有效工具——双重差分模型（differen

ce-in-differences，DID)，对其经济绩效进行评估。具体而言，本文选取广西和云南的边境

地级州（市）为对象，将地级州(市）管辖的县划分为边境县（实验组）和非边境县(参照组）

，比较“行动”前后两组间的变化差别。这样可以有效剔出实验组和参照组之间不随时间变化

的差异以及两组共同的时间趋势，进而识别出由“行动”所产生的因果效应。

二、“兴边富民行动”的缘起与历程

边境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，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和安全屏障，在国

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。由于多种原因，长久以来，边境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间的发

展差距不断拉大，继而对我国的民族团结、边境稳定、国家安全等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。以

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例，1999 年我国 9 个边境省（自治区）的农民人均生活消费为 1280

元/年，仅有辽宁省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（1577 元/年）。具体到边境县，以云南省为例，1999

年云南省 25 个边境县农民人均收入仅为 1062 元，只有 4 个边境县的农民人均收入高于全省平

均水平（1438 元）。可见，边境地区不仅是全国的欠发达地区，在西部地区也属于经济落后

地区。为缩小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，1999 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

略。鉴于边境地区既是少数民族聚居区，亦是西部落后地区，需在西部大开发的基础上给予更

大力度的扶持，“兴边富民行动”于 2000 年 3 月正式启动实施，以加快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

展。“行动”实施十多年来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：

一是试点阶段（2000—2004 年）。2000 年国家民委和财政部在 9 个边境省（自治区）确

立了 9 个“行动”试点县（旗），2001 年试点县扩大到 17 个(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另行确定 2

个）。中央财政在“少数民族发展资金”中设立了“行动”资金，主要用于农业发展和农村建



设。2000 至 2004 年，中央财政用于“行动”的扶持资金达到 2.64 亿元，并吸引和带动了大

量其他各类资金投向边境地区，新建兴边富民项目 2 万多个。

二是扩大阶段（2004—2009 年）。基于试点阶段积累的经验,2004 年“行动”覆盖的边境

县扩大至 37 个重点县。2007 年国务院印发了《兴边富民行动“十一五”规划》，明确了“行

动”的主要任务。资金方面，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了对边境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。中央财政

用于“行动”的扶持资金由试点阶段的 5100 万元/年增至 1.1 亿元/年，2007 年后又增至 1.8

亿元/年;同时，积极引导、争取各类国际组织、政府机构、企业、社会团体及个人援助、捐助

。此外，金融机构也积极支持“行动”，政策性银行对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给予重点倾斜。

三是全面铺开阶段（2009 年以后）。2009 年 11 月国家决定将“行动”覆盖到所有 136 个

陆地边境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8 个边境团场。2011 年国务院印发了《兴边富民行动“十二

五”规划》，对“行动”的发展目标、主要任务、政策措施、组织实施等做出了全面规定。资

金投入方面，中央财政对边境县的投人逐年增长，仅 2011 和 2012 两年，中央财政在少数民族

发展资金中安排的兴边富民补助资金就达 24.2 亿元，超过前 10 年的总和。对边境县村寨边民

工程、乡镇基础设施等，财政部进一步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，2011 和 2012 两年共计安排了 160.2

亿元，相当于“十一五”期间的总和。整个“十二五”期间，中央财政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

金累计达到 277.5 亿元；国家发改委增设兴边富民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，累计安排资金 33 亿

元。

三、“兴边富民行动”的经济绩效评估

1.评估方法

对政策的经济绩效进行评估，一是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，但是直接进行纵向比较无法

得到准确的结论，因为前后的差异不仅包含了政策的影响，还包含了大 M 其他宏观经济趋势等

因素；二是比较实施政策的经济体与未实施政策经济体的差异，但是这种横向比较忽略了在政

策实施前的经济体之间的差异。综合两种评估方法，双重差分模型(DID)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政

策效果的评估（梅洁等，2016;刘瑞明等，2015;汪洋等，2014)，即通过构造实施政策的实验

组和未实施政策的参照组，控制其他因素，比较政策实施前后实验组与参照组之间的差异，从

而评估政策实施的效果。

与自然科学中的随机实验不同，社会经济政策实施中只有实验组，没有参照组。因此，运

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参照组，它应与实验组具有相同或非常接近的特征。实

际操作中，本文以边境省（自治区）的地级州（市）的县级县（区）为样本。由于同属一个地

级州（市）的县（区）受到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同，因此将其分为边境县（实验组）和非边境县

（参照组）也较为合适。如此，样本可划分为四组：“行动”前的参照组、“行动”后的参照

组、“行动”前的实验组和“行动”后的实验组。分别设置两个虚拟变量来度量这种划分，一



是边境县的虚拟变量（边境县为 1，非边境县为 0)，二是“行动”的虚拟变量（“行动”前为

0，“行动”后为 1)。那么，评估“行动”经济绩效的方程可以设定为：

2.数据来源及说明

由于 9 个边境省（自治区）县一级的统计数据参差不齐，加之部分县在样本期间或撤并或

更名，收集所有 136 个边境县及对应的非边境县的数据几乎不可能。本文以云南和广西为评估

对象，得到了 33 个边境县（实验组，广西 8 个、云南 25 个）以及 45 个非边境县（参照组，

广西 14 个，云南 31 个），具体名录见表 1。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1996—2012 年。2000 年 3

月“行动”正式启动，考虑到“行动”实施及效果的滞后性，以 2001 年作为“行动”前后的

分界线，即 1996—2000 年均为“行动”实施前，虚拟变量 r 取 0 值；由于“行动”是一个渐

进的过程，其中试点阶段有 4 个边境县，扩大阶段有 11 个边境县，全面铺开阶段为全部 33 个

边境县，因此 2001 年后虚拟变量 r 的取值以每个边境县实施“行动”的具体年份为准。评估

数据主要来源于《云南统计年鉴》和《广西统计年鉴》（1997—2013 年），部分指标根据统

计数据计算得到，距离省会距离根据百度地图査询得到。除虚拟变量外，所有变量均取对数，



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2。

3.评估结果

促进边民收入的不断提升是“行动”的重要目的，因此“行动”的绩效一定程度上会通过

边民收入的变动得以体现。本文将人均 GDP 经济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董，对“行动”影响边民

收入的绩效进行评估，结果见表 3。模型（1)中，“行动”与实验组交互项（“行动”x 实验

组）的系数显著为正，表明“行动”对边境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。进

一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县级固定效应和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，模型（2)的估计结果显示，

“行动”对边境县人均 GDP 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十分显著。可见，“行动”确实有助于提升

边民的收入水平，对缩小边境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、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产生了积极

的效应。



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，因此“行动”的绩效也会通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得

以显现。本文以三次产业 GDP 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，考察了“行动”对不同产业的影响。如表

3 所示，模型(3)和(4)中“行动”与实验组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，表明“行动”促进了边

境县第一产业占比的提高;模型（5)和（6)中“行动”与实验组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；

模型（7)和（8)中“行动”与实验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，表明“行动”抑制了边境县第三

产业占比的提高。“行动”之所以会对边境地区三次产业产生不同的影响，与边境地区经济发



展的阶段紧密相关。我国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级的阶段，第一产业在 GDP 中占比较大

，亟待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，“行动”仍是任重道远。

4.绩效的动态分解

“行动”是渐进推行的，经历了试点、扩大和全面铺开三个阶段。为详细刻画“行动”的

动态效应，清晰呈现“行动”的影响路径，本文将三个阶段的“行动”依次设置为虚拟变量，

并将其与实验组的交互项纳人模型，对“行动”的经济绩效进行动态分解，结果见表 4。

表 4 模型（1)和（2)显示，“行动”对边境县人均 GDP 增长的影响经由了一个由负转正且

逐步加深的过程。试点阶段，“行动”对边境县人均 GDP 增长的影响为负，但不显著；扩大阶

段其影响已由负转正，不显著;全面铺开阶段，其影响为正，且在 1%水平上显著。“行动”对

边境县人均收入的影响由浅及深、逐步增强的过程证明了其在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

及中央加大对边境地区扶持力度的必要性。



分产业看，“行动”对第一产业的动态效应在不断减弱。试点阶段，“行动”对第一产业

占比的正向影响最大且显著（系数达到 0.46 左右）；扩大阶段，“行动”的影响依然显著为

正，但影响程度已大幅下降（系数下降至 0.14 左右）；全面铺开阶段，“行动”的影响已不

显著且系数为负。与对第一产业的影响相反，“行动”对第二产业的影响则是经历了由负转正

，不断加深的过程。试点阶段，“行动”抑制了边境县第二产业占比的提高（系数为-0.25);

扩大阶段，“行动”的影响已由负转正，但不显著;全面铺开阶段行动”的正向影响不仅进一

步扩大（系数由 0.0375 扩大至 0.1979)，而且还高度显著。而“行动”对第三产业占比的影

响，无论是试点、扩大还是全面铺开阶段都持续为负。总体上，通过三个阶段“行动”对三次

产业影响的差异可以观察出“行动”对边境县经济结构变化的动态效应，既反映了我国边境地

区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阶段这一现实，也证实了“行动”推动了边境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

，带动了边境地区的经济起飞。

5.稳健性检验

(1)考虑毗邻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的稳健性检验

边境县是我国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桥头堡。通过发挥地缘优势，边境县与毗邻

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，贸易额逐年增长。因此，批邻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对边境县经

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。为控制毗邻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，准确评估“行动”的经济绩效，本

文以广西样本为例(与云南毗邻的缅甸的经济统计数据缺失），将毗邻国家人均 GDP 纳人模型

进行稳健性检验，结果见表 5。无论是总体效应还是动态效应分解，在控制了毗邻国家经济发

展水平后，“行动”对边境县人均 GDP 增长率和三次产业 GDP 占比的影响系数的符号均没有发

生改变，只是影响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有一些细微变化，说明本文对“行动”经济绩效的评估结

果具有稳健性。



同时，表 5 的模型（1)和（2)中，毗邻国家人均 GDP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，说明其对我国

边境县人均收入提升具有重要影响，也表明扩大沿边开放、加强与毗邻国家经贸往来是促进边

境县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。模型（3)—(8)中，毗邻国家人均 GDP 对第一产业占比的影响系数

显著为负，对第二产业占比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，对第三产业占比的影响系数为负但不显著，

说明边境县与毗邻国家的经贸往来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，高度契合广西与越南的经贸现实。越

南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我国，第一产业与我国的边境县具有竞争性，需要通过边境口岸从我

国进口大童的工业制成品，而第三产业的经贸往来较少。

(2)反事实法的稳健性检验

2000 年 3 月“行动”正式启动，相关政策资金要到 2001 年才落实到位，即 2001 年以前

均属“行动”空白期。因此，根据本文样本期间，可以采用反事实法对“行动”的影响做进一

步的验证。在未实施“行动”的 1996—2000 年中选取某一年作为“虚拟行动”的起始年，对

“虚拟行动”的经济绩效进行评估。如果“虚拟行动”的影响不显著，则从反面验证了“行动



”影响的稳健性。考虑到反事实法样本时间跨度为 1996—2000 年，本文分别选取了中间年份

1998 和 1999 年作为“虚拟行动”的起始年，然后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对“虚拟行动”的经济绩

效进行评估。结果显示（限于篇幅，未列出评估结果，需要者可与作者联系），两个“虚拟行

动”中，“行动”与实验组交互项的系数在所有方程中均不显著，表明“虚拟行动”对边境县

的人均收入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都没有影响，进而从反面验证了前文评估的“行动”绩效。

四、结论及启示

本文通过构造“自然实验”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，对广西和云南“兴边富民行动”的经济

绩效进行了评估，研究发现:第一，“行动”对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，说明

了这一宏大工程对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。第二，“行动”对边境县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

是由负转正、逐渐增强的，试点阶段其对边境县人均 GDP 增长的影响为负（不显箸），扩大阶

段影响转为正（不显著），全面铺开阶段则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作用。第三，“行动”对边境地

区三次产业的影响各不相同。总体来看，“行动”有利于边境县第一产业占比的提高，但不利

于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。动态来看，“行动”对边境县第一产业占比的影响，在试点阶段和扩

大阶段显著为负，在全面铺开阶段为正但不显著，呈现出持续减弱的趋势;对第二产业占比的

影响，试点阶段显著为负，扩大阶段为正，全面铺开阶段为正且显著，呈现出持续增强的趋势;

而对第三产业占比的影响在三个阶段持续为负。

限于数据的可得性，本文仅就“行动”对边境地区人均 GDP 和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评估,

并未就其他方面（如教育、医疗、卫生、基础设施等）进行评估，这也是今后“行动”绩效评

估研究值得关注的方向。本文研究结论的重要启示在于：一方面，“行动”确实促进了边民收

入水平的提高和边境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，在缩小边境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、实现

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，而且其作用效果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；另一方面，从

“行动”产生的动态效应看，我国边境地区经济结构还处于较低级阶段，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

低，“行动”仍然是任重道远。因此，“十三五”乃至很长一段时期内，中央及各级政府应继

续加大“行动”的实施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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